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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她经济”与社会性别意识觉醒的双重驱动下，当代女性主义电影通过叙事主体重构与类型化生

产实现了从边缘到主流的商业突围，但其批判内核也面临着消费主义收编的现实困境。本文以文化工业理

论为支点，结合中外案例系统梳理女性主义电影在叙事主体、生产机制、议题传播上的创作转向，深入剖

析流量逻辑导致的批判内核简化、性别叙事二元化等问题，以期为当代女性主义电影在商业性与批判性之

间寻求平衡提供理论参照，为性别议题的银幕叙事拓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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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主流院线涌现出多部“女性主义电影”佳作，其深度聚焦女性主体的身份困境与精神图谱，
引发市场与学界的双重关注。2019年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金度英，2019）以女性主义视角，尖
锐批判韩国家庭主妇因过度承担育儿家务而导致的主体性消解现象；同年我国影坛亦涌现两部女性主义代
表作：杨荔钠导演的《春潮》（杨荔钠，2019）将镜头对准家庭内部异化的母女关系，通过职业女性郭建
波的生存轨迹，揭示当代女性在婚恋伦理、代际冲突中的真实困境；滕丛丛执导、姚晨监制并主演的《送
我上青云》（滕丛丛，2019），则以都市高知女性盛男的癌症困境为叙事切口，以充满哲学思辨的女性主
义立场解构传统性别秩序下的生存焦虑。2021年清明档影片《我的姐姐》（殷若昕，2021）更以“她电影”
的鲜明属性，通过安然面临的“扶弟魔”伦理困境，触发社会对女性题材创作、女性电影人话语空间及女
性主义思潮的多维讨论。这些作品以差异化的叙事策略，共同构建了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多元面貌，既彰
显了影像媒介对性别议题的介入深度，也为社会文化转型提供了镜像参照。

相较于传统影视作品中长期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角色，当代银幕上的“新女性”被赋予更为充分的主
体话语权与行为自主性。女性主义题材电影的市场成功本质上源于角色塑造维度的突破，其通过叙事重心
的转移与人物弧光的重构，使女性不再仅是情节推进的辅助符号，而成为承载时代精神的叙事主体。这种
创作转向既呼应着现实社会中女性自主表达权的回归，也折射出文化工业对性别议题的商业性收编。当 80、
90年代的女性主义还局限于学院理论场域的精英化讨论，当下的“女性意识”已借助影视工业的类型化生
产与社交媒体的流量逻辑演变为兼具商业属性与公共议题价值的文化景观，如女性向影视内容的井喷式增
长、“她经济”驱动下的出版热潮，以及社交平台“性别视角重构”引发的传播裂变等。

然与此同时，这种看似“下沉”的女性意识传播却也正伴随消费主义的渗透而陷入新的现实困境。女
性话语在获得更多曝光度的同时，也面临着被简化为流量标签的危险，诸如“独立女性”形象的模板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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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议题的情绪化表达，正逐渐消解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内核。当大众文化将“女性声音”简化为商业逻
辑下的标准化产品，性别叙事的丰富性可能被压缩在“反叛—觉醒”的二元框架内，反而遮蔽了现实中性别
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这种文化症候不可避免地提示市场，关于女性主义电影的创作与批评，亟需
在商业性与批判性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避免让“女性意识”的传播沦为另一种形式的话语规训。

二、女性主义电影界定

“女性主义电影”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文化实践，始终与性别权力结构的解构密不可分。其定义并非简
单的题材分类或风格标签，而是根植于对女性主体性的探索以及对电影语言本身的革命性反思。自 20世纪
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与电影理论结合以来，女性主义电影逐渐从边缘化的政治工具发展为多元化的
艺术表达，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影像媒介重构性别话语权，揭示并颠覆社会文化中的隐形压迫机制[1]。

“女性主义电影”界定需回溯至 1970年代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
（1975）。穆尔维以精神分析理论揭露好莱坞电影如何通过“男性凝视”将女性物化为被观看的客体，这
一批判奠定了女性主义电影的理论基石[2]。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电影逐渐形成两条实践路径。其一，批判
性重构。通过解构主流电影中的性别编码(如类型片中的“蛇蝎美人”或“天使母亲”)暴露父权叙事的意识
形态操控，此类实践是对“自然化的意识形态”的“去神秘化”过程[3]，当主流电影将性别权力关系伪装成
“自然法则” 时，批判性重构便以影像为手术刀剖开其伪装表皮，使“被讲述的女性”变为“讲述中的女
性”。其二，另类表达。以实验性叙事、非传统镜头语言构建女性主体视角，如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
在《让娜·迪尔曼》(1975)中以极端写实主义呈现家庭主妇的日常劳动，将“私人领域”政治化。这类作品
拒绝套用既有叙事框架，转而以实验性手法构建女性专属的感知结构，让镜头成为女性眼睛的延伸而非男
性欲望的代理[4]。

进入 21世纪，女性主义电影的内涵随社会运动的深化而不断扩容。首先为交叉性研究的介入，其突破
单一性别视角，强调种族、阶级、性取向等多重身份的交织影响。其次为商业类型片的突围，流媒体时代
的女性主义电影在商业框架内植入性别议题的微叙事。这种“温和的颠覆”恰是女性主义从边缘话语向文
化渗透的表征。从劳拉·穆尔维的“男性凝视批判”到当下的前瞻性叙事实践，其核心从未偏离对“权力
关系”的质问。只不过，这份质问从早期的锋芒毕露逐渐演变为更复杂、更具弹性的对话姿态。

三、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创作转向:从边缘到主流的叙事重构

在影视工业的历史长河中，女性形象长期困陷于男性凝视框架。然当当代文化语境遭遇性别议题的深
度重构，女性主义电影正经历着从边缘话语到主流叙事的范式转换。

（一）叙事主体的去中心化突破:从“附属符号”到“意义中心”

传统影视中的女性常被编码为两种极端形态。要么为《渴望》(1990)中刘慧芳式的“贤妻良母”，以自
我牺牲成就男性价值；亦或为《色戒》(2007)中王佳芝式的“欲望客体”，沦为推动男性叙事的情欲符号。
这种天使与魔鬼的二元塑造本质上是男性凝视的产物,女性缺乏独立的主体意志。但是，当代女性主义电影
颠覆了这一范式。《送我上青云》（2019）以癌症患者盛男的情欲觉醒为主线，打破“女性性欲=羞耻”的
文化禁忌，其直白诉求将女性身体从男性凝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承载自我意识的主体。《我的
姐姐》（2021）中，安然面临的“是否抚养弟弟”的伦理困境构成叙事核心，影片通过她在亲情与自我、
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间的挣扎，构建了具有现实穿透力的女性决策空间。女性不再是情节的被动承受者，
而是推动叙事发展、承载时代精神的意义中心。

（二）类型化生产与:从“作者表达”到“她类型片”崛起

为适应市场规律，女性主义电影逐渐形成成熟的类型化生产模式。在家庭伦理片领域，如《春潮》（2019）
以郭建波与母亲纪明岚的代际对抗为切口，将个体命运与性别制度、代际创伤相勾连，使私人领域的情感
冲突成为社会结构的镜像。职场女性片则以《找到你》（2018）则以女律师李捷与保姆孙芳的双线叙事，
揭示不同阶层女性在职场与家庭的双重挤压，将性别议题嵌入社会现实。女性成长片《少年的你》（2019）
虽以校园暴力为主线，但其对陈念与魏莱女性友谊及敌对关系的刻画突破了传统刻板印象。于商业策略层
面，明星效应与话题营销则成为破圈关键。姚晨以监制+主演身份参与《送我上青云》（2019），其“独立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Social Sciences

209

女性”的公众形象与影片的女性主义内核形成完美互文；《82年生的金智英》（2019）通过“每个女性都
经历过金智英的一天”的扩散式传播，将电影议题转化为社会运动，创造了现象级传播案例。

（三）社会议题的影像化转译:从抽象理论到可感知的现实寓言

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重要贡献亦在于将抽象的性别理论转化为具象的影像叙事。首先为代际冲突的可
视化，《春潮》中，母亲纪明岚通过控制女儿郭建波的生活来填补情感空缺，女儿则以沉默对抗母亲的情
感勒索，这种充满张力的母女互动将父权制下女性互为压迫者的理论命题转化为可感知的家庭悲剧。其次
为职场歧视的日常化呈现，《加油，妈妈》（2022）中，周南南求职时遭遇的“已婚已育”隐性歧视、何
晓涵因丈夫失业面临的职场边缘化，这些被镜头捕捉的职场切片将“性别歧视渗透在职业发展每个环节”
的现实困境具象化。这些影片通过个体命运到结构批判的叙事转化，使观众在具体人物命运中体认结构性
性别不平等，进而触发公共讨论。例如《我的姐姐》（2021）结尾的开放式处理，“安然是否签字收养弟
弟”在社交媒体引发“女性是否有拒绝牺牲的权利”的持续辩论，实现了从银幕叙事到社会行动的意义生
产。那些曾被视为私人领域的情感创伤、职场挫折，在集体讨论中显影。这种社会议题的影像化转译，正
是女性主义电影在当代社会的独特价值，其让结构性压迫可见、可感、可讨论，并在光影流转中种下改变
的种子。

四、消费主义收编下的文化困境:批判性内核的消解与重构

当代女性主义电影通过去中心化叙事与类型化生产突破边缘圈层，在“她经济”浪潮中斩获票房与话
题的双重丰收时，消费主义的文化收编机制亦悄然显现。这种收编并非简单的商业侵蚀，而是资本逻辑与
性别议题在媒介场域的复杂博弈。

（一）女性话语的流量化陷阱:从多元叙事到标签狂欢

当“独立女性”成为消费主义的流量密码，其内涵也正历经着标签化生产：经济独立被简化为“年薪
百万+CBD写字楼”的职业景观，情感反叛退化为“不婚不育+拉黑前任”的行为装置，形象塑造则臣服于
“冷白皮+奢侈品傍身”的视觉规训。这种模板化叙事在众多“大女主剧”中呈现出典型的符号拜物教特征，
如《都挺好》（2019）里苏明玉的性别觉醒却最终落实为购买千万豪宅、掌掴原生家庭的物质胜利；《欢
乐颂》（2016）对安迪的独立女性想象异化为“高学历+冷漠症”的阶层区隔。这些叙事策略本质上是资本
逻辑对女性解放话语的符号异化，其将性别主体的精神觉醒转化为可量化的消费指标，将结构性批判窄化
为个体层面的物质逆袭，使女性解放叙事沦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谋。
同样，部分“她电影”也陷入“爽感叙事”误区，将女性觉醒简化为“手撕渣男”“职场逆袭”的套路化
表达。如《二十不惑》（2020）《三十而已》（2020）以离职换工作等同于女性意识觉醒及“包治百病”
的消费主义解决方案消解了性别议题的深度批判。当“独立女性”成为可明码标价的文化商品，其毫无疑
问成为消费主义符号的能指狂欢。此类现象鲜明折射出消费主义时代商业化诉求的文化悖论，看似繁荣的
“她叙事”背后，也是女性主义批判性内核的空心化。那些本该指向制度性变革的性别议题，被异化为供
观众消费的视觉景观。而本应复杂的女性生存困境，被简化为符合消费主义审美的爽剧套路。这种符号异
化的过程，不仅是创作层面的叙事退化，更是社会性别话语在商业化资本漩涡中的价值迷失。

（二）批判性与商业性的失衡表现:从颠覆到妥协的蜕变

在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批判性与商业性博弈之中，其批判性内核与商业逻辑的张力正催生叙事策略的
显著蜕变，突出表现为批判力度的温和化转向与叙事框架的二元对立陷阱。首先是批判深度的温和化处理。
即使是被视为激进之作的《82年生的金智英》，也不可避免地在市场压力下软化了批判锋芒。影片对韩国
父权制的揭露停留在家庭场景（丈夫忽视育儿、婆婆催生），却回避了职场性别隔离、政治领域女性缺席
等结构性问题。而对金智英精神崩溃的处理却最终诉诸“丈夫的理解”，暗示家庭内部的情感调和即可解
决系统性性别不平等，这种“温和批判”其实是对商业接受度的妥协。其次为性别叙事的二元对立陷阱，
当下女性主义电影时常陷入“觉醒/沉沦”的非此即彼框架。要么如《送我上青云》盛男般拒绝婚姻、追求
情欲自主的彻底反叛，要么如《找到你》孙芳般沦为制度牺牲品。这种简化的叙事策略忽视了现实中女性
生存的复杂性，因更多女性仍在传统期待与自我实现间艰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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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工业理论视角下的困境根源:从批判武器到商业工具的异化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深刻
揭示了资本逻辑对艺术自主性的消解机制[5]。当标准化生产成为文化产品的主导范式，艺术不再是批判现实
的武器而沦为资本盈利的工具，其标榜的“个性化”本质是掩盖同质化生产的虚假表象[6]。当代女性主义电
影的现实困境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注脚，集中体现为批判维度的结构性收编与受众认知的单向度塑造。首
当其冲的就是批判精神的去锐化，其为迎合主流市场，性别议题被包装成“安全的反抗”。允许女性抱怨
家庭琐事，但不能质疑制度；允许展现职场歧视，但要以“升职加薪”作为解决方案。这种改良式批判实
质是资本对激进思想的收编。于是接踵而来的便是被动化塑造的受众认知，流量逻辑下，电影不再追求引
发深层思考，而是通过“金句营销”“人设炒作”制造即时情绪共鸣。当观众习惯了一键式觉醒的爽感叙
事，其认知能力被削弱即为必然，形成阿多诺担忧的“文化工业麻痹受众批判意识”的恶性循环。

四、突围路径:寻找商业性与批判性的平衡点

于当代女性主义电影而言，突破困境的关键在于构建具有张力的叙事策略。既非放弃商业性的纯粹批
判，也非沦为资本附庸的妥协表达，而是通过多元话语体系的创新建构，在商业可行性与批判锐度之间寻
找平衡点。

（一）塑造“非典型觉醒”的复杂女性形象

真正的女性主义叙事需要告别“觉醒/沉沦”的二元认知范式，转而聚焦觉醒过程的矛盾性、渐进性与
策略性。《春潮》对郭建波的形象塑造提供了突破性样本，她的性别觉醒并非通过《送我上青云》式的宣
言式反叛，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褶皱中悄然发生。其通过摄像机记录母亲纪明岚的谎言，在病历单隐瞒
的细微对抗里体认代际创伤，于婚外情的情感裂隙中触摸婚姻制度的本质。这种“非典型觉醒”拒绝将女
性主体简化为符号化反叛者，而是呈现其作为“策略性生存者”的真实状态：既无法完全挣脱母性天职的
文化规训，又在私密空间构建微小的反抗飞地。类似的，《我的姐姐》结尾的握手镜头也具有深刻的符号
学意蕴。安然与收养家庭的妥协性握手，并非传统叙事中“自我牺牲”的道德崇高化，也非“彻底决裂”
的激进宣言，而是展现现实语境下女性的生存智慧，在户籍制度、亲属伦理的多重制约下，选择暂时承担
抚养义务的同时保留未来反悔的权利。这种选择恰恰戳破了消费主义营造的“一键觉醒”神话。

（二）运用开放式叙事保留议题讨论空间

消费主义叙事偏好的“问题解决式”闭环，本质是对性别议题的虚假缝合。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突围
之道，同样在于通过开放式叙事保持议题的讨论张力。《82年生的金智英》结尾的处理极具象征意义，镜
头定格在金智英重新握起笔的瞬间，既暗示她通过书写获得暂时的精神救赎，又未交代这种救赎能否抵御
现实中的育儿压力与职场排斥。这种留白不是叙事缺陷，而是对“家庭/自我”二元困境的真实呈现。当社
会支持系统尚未完善，个体层面的平衡始终处于脆弱状态，这种开放式结局则更具社会性探讨，亦是对阿
多诺“否定辩证法”的影像化实践。拒绝提供虚假的和谐图景，通过保留矛盾的未解决状态，维持对现实
的介入力度。当《春潮》的家庭悲剧拒绝温情化收尾，《我的姐姐》的伦理困境悬而未决，这些“不完美”
叙事恰恰构成对消费主义“爽感闭环”的有效对抗。在商业性与批判性的天平上，这种既保持现实痛感又
具备传播效能的叙事探索，或许能为当代女性主义电影创作开辟一条崭新路径。

五、结语

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商业性与批判性博弈，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与社会进步诉求的话语角力。一方面，
商业转型使女性主义从边缘理论转化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实践，推动了性别议题的探讨；另一方面，
消费主义的收编导致批判内核被简化、稀释，甚至异化为新的话语规训。本文通过梳理创作转向、解构困
境根源、探索突围路径，揭示了当代女性主义电影在市场化进程中“进步与妥协并存”的复杂图景。强调
其健康发展既不能因商业压力放弃批判锋芒，也不应以精英姿态拒绝大众传播，而应于商业性与批判性中
寻求平衡，以商业外壳承载社会议题，以批判内核提升商业价值。总之，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使命不能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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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展现困境，更要成为撬动社会变革的支点。当商业性与批判性形成良性互动，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才能
真正超越消费符号，成为照进现实的一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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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nsions Between Commerciality and Criticality: Creative Shifts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Cin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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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dual forces of "her economy" and the awakening of social gender
consciousness, contemporary feminist films have achieved a commercial breakthrough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 through narrative subject reconstruction and typological production.
However, their critical core also faces the cultural dilemma of consumerism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heory of cultural industry as the fulcrum, and combines domestic and foreign case studie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creative turn of feminist films in terms of narrative subjects, production
mechanisms, and issue dissemination. It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caused by flow logic, such as
the simplification of critical core and the dualization of gender narrative.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feminist films to seek a balance between commercialism and criticality, and
also expands new paths for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gender issues.

Keywords: Feminist films；Creative shift；Consumerism；Realistic dilemma; Cul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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